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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尽管我国保险市场规模已跻身世界前列,但家庭商业保

险参与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本文试图从方言多样性视角,对家庭商

业保险市场的低参与率作出解释。 研究发现,第一,方言多样性通过

降低家庭的社会信任感,增强家庭内层社会网络的非正式保险强度,
削弱外层社会网络的知识溢出效应,进而降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第二,本文讨论了方言分化指数和方言片个数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及

模型中的遗漏地理类变量问题,并使用河流长度作为工具变量控制内

生性。 第三,本文进一步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缓解方言多样性抑制家

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功能,为解决方言多样性“文化效应”的影响提供可

能的途径。 第四,本文发现,在城镇家庭、低金融知识和低受教育年限

家庭中,方言多样性的影响更显著。 本文基于语言经济学视角,讨论

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低的原因和可能的解决途径,能够为政府制

定家庭通过商业保险进行风险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相关政策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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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作为金融市场的三大支

柱之一,我国保险市场自 1979 年恢复保险业务以来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已成为

世界第二大保险市场(李晓等,2021)。 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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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将商业保险建设成社会保障的重要一环,强调商业

保险对当今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作用。 作为多层次保险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保险对家庭风险管理和社会稳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力瑞等,2022)。 但

目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如图 1 所示,若以个人为单位,
2011 年至 2019 年,我国个体的商业保险参与增长率几乎为 0。 以家庭为单位

时,家庭商业保险平均参与率为 10%,而五年间的增长率仅为 4%。 已有学者在

探究我国家庭商业保险低参与率的成因时,主要从家庭人口结构(樊纲治和王

宏扬,2015;王韧等,2022),个人经历(张浩等,2022)等方面进行展开。 围绕商

业保险参与讨论的文献大多聚焦于外部经济等因素,鲜有文献基于语言经济学

视角进行论述。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语言区背后反映其集聚个体所形成的

习俗异质性,而不同区域所拥有的文化进行交流碰撞,以及文化多样性导致的

玻璃幕墙会阻碍经济发展(徐现祥等,2015)。 因此,方言多样性背后的“文化效

应”,也可能通过代际传递影响个体或家庭的微观经济决策。
宏观层面,已有文献发现方言多样性通过“文化效应”对经济增长(徐现祥

等,2015)、城市规模(丁从明等,2018)、城镇化进程(邵帅等,2017)产生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方言多样性对家庭或个体微观行为的影响,如流

动人口收入(马双和赵文博,2019;王海霞和王钦池,2020)、流动人口迁移意愿

(张晶等,2021)、家庭信贷约束(张浩等,2022)等。 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同样属于

微观决策之一,一个疑问是方言多样性是否影响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行为? 图 2
为城市层面汇总的家庭平均商业保险参与率和方言分化指数的散点图。 总体

而言,可以看出方言多样性与家庭商业保险的平均参与率呈现负相关的趋势,
但有关方言多样性和家庭商业保险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影响渠道仍需进一步的

检验。

图 1　 2011—2019 年中国家庭

商业保险参与率

　 　 数据来源:2011—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图 2　 方言分化指数与家庭

平均商业保险参与率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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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可能是方言多样性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的渠道。 一方面,方言多样性降低了个体的社会信任程度,从而降低了家庭商

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方言多样性对个体所处地区的社会网络强度

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 具体而言,根据费孝通“关系的

涟漪”理论,对社会网络进行分层。 方言多样性加强了地区内层网络,如宗族网

络强度,而宗族网络内个体间的转移支付形成的非正式保障功能对商业保险具

有挤出效应,因而降低了家庭对正式商业保险的参与。 与之相反,方言多样性

削弱了地区以“人情礼支出”或其他往来形式的外层社会网络强度,使得外层社

会网络的知识溢出效应无法得到发挥,增加了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信息搜寻成

本和决策成本,从而使得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意愿下降。 综上所述,方言多样

性可能通过负向影响社会信任和外层社会网络,增强内层社会网络强度,从而

抑制家庭对商业保险的需求。
本文使用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徐现祥等(2015)测算的方言多

样性指数,对上述讨论进行验证。 研究发现,方言分化指数高和方言片个数多

的地区,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平均较低。 由于方言多样性的“文化效应”,减少

了个体的社会信任感和外层社会网络的强度,增加了所在地区内层社会网络水

平,进而减少了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与。 在因果识别方面,本文使用河流长度作

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 一方面,河流长度越长的地方,内部地理隔绝越严重,从
而造成群体的聚居和方言的产生,因而河流长度与方言多样性呈现正相关趋

势,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假设。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移动支付和交通工具发达

的现代社会,所处地级市的河流长度与家庭商业保险的决策不直接相关。 同

时,目前鲜有文献表明地理上的差异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造成影响,因而工具变

量满足外生性假设。 估计结果表明,方言多样性仍然负向影响家庭的商业保险参

与行为,同时 IV-Probit 估计系数绝对值约为直接使用 Probit 估计系数的 2 ~ 3 倍,
证实了上述猜想。 进一步地,本文排除了方言多样性的“沟通效应”和儒家文化

“风险规避”对估计结果的潜在影响。 此外,本文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否

缓解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抑制作用。 结果表明,在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的抑制作用不显著。 数字普

惠金融可能通过提高家庭金融可得性和金融知识,缓解家庭商业保险决策受到

方言多样性“文化效应”的抑制作用,从而提高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与。
接下来,本文检验了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

性。 首先,由于城乡金融可得性的不同,乡村地区可能由于不具备购买商业保

险的服务提供方,因而方言多样性强或弱的地区均有较低的商业保险参与率,
导致方言多样性对商业保险的影响无法体现。 检验结果显示,仅在城市样本

中,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负向作用显著,而乡村组中不显著。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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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金融知识水平也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异质性。 高金融知识水平的个体,
对商业保险知识的获取可能不需要依赖于所处的社会网络,同时更清楚商业保

险的风险规避作用,因而不受方言多样性的影响。 为检验上述猜测,本文根据

金融知识水平均值进行分组。 估计结果表明,方言多样性对商业保险的影响仅

在低金融知识组中显著为负。 最后,本文检验不同受教育水平个体的异质性。
结果表明,受教育年限较低组别中,方言多样性显著抑制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而
高受教育年限个体可能由于所处社会网络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高,因而能正确了

解商业保险的作用,从而受方言多样性背后“文化效应”的影响较小。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第一,研究视角新颖。 目前针对方言多样性影响

家庭微观行为的相关研究较少。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金融市场逐步发展,
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仍然较低。 本文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从方言多样性背

后深层次的“文化效应”出发,尝试解释其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抑制作用以及

可能的影响途径。 第二,因果识别较可信。 本文讨论了方言分化指数和方言片

个数作为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并使用工具变量进行因果

推断、机制论述等讨论,因而估计结论较稳健可靠。 第三,政策含义较明显。 本

文从文化视角解读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率低的原因,并进一步讨论目前推进的数

字普惠金融能否缓解方言多样性对商业保险参与的抑制作用,为解决商业保险

参与率低提供一条可实施的路径。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是:第 1 部分为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第 2 部分为数

据来源与研究设计;第 3 部分为实证分析;第 4 部分为进一步分析;第 6 部分为

异质性分析;第 7 部分为稳健性检验;最后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是社会信任与社会互动对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
以及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微观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首先梳理有关家庭商业保

险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并聚焦于与本文较相关的社会信任与社会网络对商业

保险参与的相关文献;其次,关注方言多样性的“文化效应”对家庭微观行为影

响的相关研究;然后从方言多样性影响商业保险参与的机制提出本文的研究

假设。

1.1　 有关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研究

已有文献研究得出,非农就业(杨辉等,2021)、上山下乡经历(张浩等,
2022)、金融素养和金融知识(吴雨等,2017;杨柳和刘芷欣,2019)正向影响家庭

商业保险参与。 此外,一支文献研究了社会互动和社会网络对家庭商业保险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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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影响。 大部分文献聚焦于外部社会网络,如李丁等(2019)、王海萍和唐园

园(2022)发现,社会互动提高了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和对商业保险的信任度,
进而提高了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 朱卫国等(2020)发现,线上社会互动对家庭

商业保险参与具有正向作用。 鲜有文献研究内部社会网络对家庭商业保险参

与的影响。 石晓军等(2022)发现,内层社会网络具有风险共担机制,成员间互

相提供的非正式保险制度对商业保险具有挤出效应。 如农村地区,依靠血缘关

系为纽带的宗族网络通过成员间相互提供转移支付,形成共同保险,从而降低

商业保险参与和保费支出(阮永锋,2018)。
亦有学者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Garven,

2002)。 随着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数字普惠金

融对家庭微观行为的影响,其中包括家庭商业保险购买。 一方面,从商业保险

供给方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提高金融可得性的功能(刘锦怡和刘纯阳,
2020),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商业保险的可得性(李晓等,2021)。 另一方面,
从商业保险的需求方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增强家庭的投保意识,从而加大对保

险市场的参与(杨碧云等,2019)。 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个体的金融知识水平

和对商业保险的信任度,进而提高家庭对商业保险的支出水平(王仁曾和黄晓

莹,2021)。

1.2　 方言多样性与经济行为

目前,针对方言或语言多样性的研究,学者大多关注于经济增长和区域发

展差距。 最初,学者通过不同国家间相互比较,考察语言多样性对人均收入水

平的影响(Easterly
 

and
 

Levine,
 

1997)。 但由于语言多样性为非时变变量,国家

间的横向比较难以从技术上控制不同国家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而语

言多样性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内生性。 因此,学者逐步将目光放在单个国家

内,利用移民数据进行对比。 研究发现语言熟练程度和读写能力影响移民个体

的人均收入(Chiswick
 

and
 

Repetto,
 

2000;Bleakley
 

and
 

Chin,
 

2004)。 徐现祥等

(2015)深入研究了方言多样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通过测度地级市层面的方

言多样性指数,研究发现方言多样性阻碍了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从而对经济增

长起负面影响。 此后,也有学者基于徐现祥等(2015)测算的方言多样性数据研

究方言多样性对企业生产率(杨秀云和梁珊珊,2021)、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李红

和韦永贵,2020)、流动人口收入(马双和赵文博,2019;王海霞和王钦池,2020),
民间金融发展(张浩等,2018)的影响。

也有文献从方言多样性的“文化效应”出发,阐述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微观行

为的影响。 张浩等(2022)发现,文化多样性水平高的地区,社会信任感普遍较

低,这些地区的家庭信贷易受到约束。 张晶和徐苑瑜(2022)研究发现,流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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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多样性越高,流动人口落户的意愿越低,这归因于方言多样性高的地区文

化认同效应弱,影响流动人口发展新的社会网络。 现有研究关于方言多样性与

家庭微观行为的文献较少,方言多样性一定程度上代表地域文化差异程度,而
文化差异可能影响区域内个体的身份认同、信任感等要素,从而对家庭决策产

生深远影响,如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行为。

1.3　 研究假设

目前对方言多样性影响家庭商业保险的关注较少,因此本文从可能的影响

机制出发,对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讨论。
第一,社会信任。 首先,社会信任对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 文化是影响金

融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信任是文化影响金融的一条重要途径。 金融交易的

本质是货币与契约的互换,因此信任是金融交易得以进行的基础保障。 社会信

任影响市场经济的运行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郑路

和徐旻霞,2021)。 同属于一种“信用密集型”的契约,商业保险的签订取决于合

同在法律上的可履行程度,也取决于投保方对服务提供方的信任水平(何兴强

和李涛,2009)。 已有文献表明,社会信任可以提高居民的商业保险参与。 宋涛

等(2012)基于 2011 年的农民问卷调查数据发现,高普遍信任水平通过降低搜

寻信息成本,增加农民对金融投资的期望收益,进而提高农户的保险购买意愿。
一方面,社会信任使得农民易于接受保险提供方的信息,降低搜寻信息成本和

商业保险购买的交易成本。 另一方面,农民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对金融投资

的期望回报越高,因而推动了商业保险参与。 刘金华和吴静(2019)发现,社会

信任感强的居民,具有陷入困境时能够得到帮助的预期。 此外,社会信任感水

平越高,对商业保险服务提供方越信赖,因而越愿意购买商业保险。 其次,方言

多样性对社会信任的影响。 信任的形成源于文化背景( Igarashi
 

et
 

al. ,
 

2008)。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不同民族的聚居和地理上的隔绝使得不同地区往

来减少,形成了该地区特有的方言,因而方言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地区文化背景。
使用同种语言的个体之间相似性的感受越强,人际交往的心理距离越短

(Marschak,1965)。 黄玖立和刘畅(2017)发现,方言是个体来源地的符号,有助

于增加彼此的身份认同感。 陌生人之间使用同一种方言进行交流,有助于建立

彼此的信任,因此方言多样性水平越低的地区,社会认同感普遍较高。 张浩等

(2022)研究表明,方言多样性的提升导致家庭的需求型信贷受到约束,而方言

多样性提升导致社会信任水平降低是其影响途径之一。 综上所述,方言多样性

对社会信任具有负向影响,而高社会信任水平又有利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因
而方言多样性可能通过降低家庭社会信任感这一途径,降低家庭商业保险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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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网络。 一方面,社会网络强度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 一

部分学者认为,社会网络强度正相关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李丁等(2019)研究

发现,社会网络通过提高家庭的金融知识水平,促进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王海

萍和唐园园(2022)也得出相似结论。 当个体通过社会网络共享商业保险的相

关信息时,社会网络强度越高,处于网络中的个体信息搜寻的成本越低,因此促

进商业保险的消费(Cai
 

et
 

al. ,
 

2015)。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网络强度对家

庭商业保险参与具有负向影响。 阮永锋(2018)基于 2015 年“千村调查”数据发

现,宗族网络更强地区的农户,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和保费支出水平越低。 陶

东杰等(2019)深入探究了宗族网络负向影响保险参与的机制,发现宗族网络通

过成员间转移支付、社会交往,提供非正式保险制度,从而对正式商业保险制度

具有挤出效应。 以上研究虽在结论上看起来互斥,但实际上检验的是社会网络

的不同层次,即以“人情往来支出”为代表的外层社会网络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的内层社会网络。 石晓军等(2022)认为,根据费孝通“关系的涟漪”理论,中国

家庭所处的社会网络可分为内层和外层,外层社会网络具有知识溢出效应,因
而促进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反之,以宗族文化为例的内层社会网络,通过成员

间的相互保障体系形成非正式保险制度,从而与商业保险存在替代关系。 另一

方面,方言多样性与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 已有文献认为,社会网络是方言多

样性负向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的机制之一(马双和赵文博,2019),也是影响个体

创业决策的关键渠道(杨秀云等,2022)。 以上研究均表明,方言多样性对“人情

礼支出”衡量的外层社会网络具有负向影响。 目前,有关方言多样性对社会网

络影响的研究较少,缺乏更多的经验证据。 同时,现有文献未对社会网络进行

分层讨论,且主要聚焦于外层社会网络。 本文认为,一方面,方言多样性与外层

社会网络存在负向关系,同时家庭所处在的外层社会网络强度越高,知识溢出

效应越强,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越大。 另一方面,方言多样性对内层社会

网络存在正向影响,因此当家庭所处在内层社会网络强度越高,非正式保险制

度的规模越大,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降低。
综上所述,方言多样性可能通过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两种途径,对家庭的

商业保险参与产生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
H1:

 

方言多样性负向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同时,根据本文对可能存在的影响机制的讨论,提出假设 2 和假设 3。
H2:

  

方言多样性通过降低家庭社会信任感,进而降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H3:

  

方言多样性通过加强内层社会网络强度,削弱外层社会网络强度,从

而降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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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家庭微观层面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在 2018
年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CFPS 跟踪收

集了中国家庭的保险支出、家庭基本经济情况等信息。 CFPS 的每个子样本使

用内隐分层和三阶段抽样得到,覆盖中国 25 个省 / 市 / 自治区,具备全国代表

性。 2018 年数据共包含了 36375 个个体样本和 13503 个家庭样本。
地级市层面的方言多样性数据来自徐现祥等(2015)的测算,根据《中国语

言地图集》和《汉语方言大词典》构建了地级市层面的方言多样性代理变量,包
括城市方言分化指数和城市次方言的数量。 本文将徐现祥等(2015)的数据匹

配至 2018 年的 CFPS 中,并剔除缺失数据,最终得到 6956 个样本。

2.2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研究地级市层面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与,参考梁斌和陈茹

(2022)与吴玉锋(2018)的研究,本文构建如下 Probit 模型:
Pr( insijk = 1) = Φ(β1div jk + β2X ijk + λk + μijk) (1)

其中,insijk 为 k 省 j 市 i 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若家庭参与商业保险,则insijk 赋

值为 1。 div jk 为 k 省 j 市的方言多样性代理变量,X ijk 为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
为避免不同省份经济和社会差异对方言多样性及家庭商业保险参与造成影响,
本文进一步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λk 为省份哑变量。 μijk 为随机扰动项。

2.3　 变量设定

2.3.1　 因变量

　 　 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本文定义若家庭过去一年保险支出大于 0,则“家庭商

业保险参与”变量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相对于以往研究使用保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本文使用参与保险概率作

为被解释变量的优势在于,保费支出可能受保费浮动、购买险种的类型以及前

年是否出保等因素影响,由于问卷信息有限,这些变量成为不可观测的遗漏变

量,可能影响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精度,而使用参与概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能较

好地避免此问题。 但出于对结果的稳健考量,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家庭

过去 12 个月的商业保险总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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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自变量

方言分化指数和方言片数。 本文解释变量参照徐现祥等(2015)计算得出

的地级市层面的方言分化指数和次方言的数量,作为方言多样性的代理变量。
第一,方言分化指数。 直观上讲,方言分化指数度量一个城市内两个居民使用

同一种方言的概率,其计算公式如下:

div j = 1 - ∑
div_n

n = 1
S2
nj (2)

其中,div j 为 j 市的方言分化指数,div_n 为方言片数量,S2
nj 为 j 市使用方言 n 的

居民占总居民比重的平方。
第二,方言片数。 次方言数量为一个地级市中的方言片个数。 《汉语方言

大词典》将城市内方言划分为方言大区,方言区以及方言片三类,方言片为县内

使用方言的最小单位。 本文将地级市不同县使用的方言数量加总,获得地级市

层面的方言片数量。 具体而言,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的方言大区为官话,方言区

为北京官话和冀鲁官话,方言片有京师片和保唐片,则北京的次方言数量为 2。

2.3.3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现有研究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文献(杨碧云等,2019;王韧等,
2022),加入家庭和户主层面的控制变量。 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收入、家
庭净资产、家庭住房贷款、家庭金融资产、家庭 60 岁以上老人数量、家庭成员数

量和家庭城乡分类。 户主层面控制变量包括户主风险偏好、户主年龄、户主受

教育年限、户主性别、户主健康水平、户主婚姻情况和户主是否工作。 同时,为
避免不同省份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在回归中加入省份虚拟

变量。

2.4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 1 为本文所选择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

均值为 0. 31,表明样本约有 31%的家庭参与了商业保险。 解释变量方言分化指

数的均值为 0. 28,最小值为 0. 0015,为广东省梅州市,最大值为 0. 77,为黔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 方言片个数的均值为 1. 8,表明每个城市约有 1. 8 个方言片,
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 4。

对于控制变量,家庭收入、家庭净资产、家庭住房贷款和家庭金融资产均取

对数处理。 家庭特征控制变量中,家庭收入的均值为 10. 8,家庭净资产的均值为

12. 7,家庭房贷均值为 2. 1,金融资产均值为 7. 91。 平均每户家庭规模为 3. 56 人,
赡养 0. 73 位老人。 样本来自城镇和农村的比例基本一致。 对于户主特征控制

变量,大约 17%的户主为风险偏好型,户主平均年龄为 52 岁,男性与女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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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相同,受教育年限的均值为 8 年,约为初中水平,约 84%的户主为已婚。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6956 0. 3137
 

0. 4640
 

0 1

解释变量
方言分化指数 6956 0. 2818

 

0. 2169
 

0. 0015
 

0. 7667
 

方言片数 6956 1. 8120
 

0. 7555
 

1 4

控制变量

家庭收入 6956 10. 8394
 

1. 1824
 

0 16. 0302
 

家庭净资产 6956 12. 7088
 

1. 3988
 

0 17. 7331
 

家庭住房贷款 6956 2. 0960
 

4. 4269
 

0 15. 2018
 

家庭金融资产 6956 7. 9056
 

4. 5391
 

0 16. 1669
 

家庭 60 岁以上老人数量 6956 0. 7277
 

0. 8552
 

0 4

家庭成员数量 6956 3. 5601
 

1. 8119
 

1 17

家庭城乡分类 6956 0. 5066
 

0. 5000
 

0 1

风险偏好 6956 0. 1717
 

0. 3771
 

0 1

户主年龄 6956 52. 1952
 

14. 4160
 

16 93

户主受教育年限 6956 7. 9869
 

4. 5753
 

0 22

户主性别 6956 0. 5131
 

0. 4999
 

0 1

户主健康水平 6956 0. 7749
 

0. 4177
 

0 1

户主婚姻情况 6956 0. 8388
 

0. 3677
 

0 1

户主是否工作 6956 0. 7284
 

0. 4448
 

0 1

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

　 　 本文使用家庭是否参与保险作为被解释变量,方言分化指数和方言片数作

为解释变量,分别使用线性概率模型和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表 2 报告了基准回

归的估计结果。 当方言分化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时,使用线性概率模型的估计系

数为-0. 0925,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方言分化指数每上升 10%,家庭商业保

险参与的概率下降约 9. 25%。 使用 Probit 模型估计得到的系数为-0. 3443,平
均边际效应为-0. 0929,且均在 1%水平上显著,同时估计结果与线性概率模型

基本一致。 当方言片数为解释变量时,线性概率估计的结果为-0. 0201,Probit
模型的估计系数为-0. 0746,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1%和 5%。 方言片个数对家庭

商业保险参与的平均边际效应为-0. 0201,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方言片数每

增加 1 个,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下降约 2. 01%。 综上所述,基准回归结论

与研究假设一致,方言多样性显著负向降低了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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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1) (2) (3) (4)

LPM Probit LPM Probit

方言分化指数
-0. 0925∗∗∗ -0. 3443∗∗∗

(0. 0280) (0. 1057)

方言片数
-0. 0201∗∗∗ -0. 0746∗∗

(0. 0076) (0. 0296)

家庭收入
0. 0317∗∗∗ 0. 1825∗∗∗ 0. 0320∗∗∗ 0. 1834∗∗∗

(0. 0053) (0. 0321) (0. 0053) (0. 0321)

家庭净资产
0. 0710∗∗∗ 0. 2854∗∗∗ 0. 0709∗∗∗ 0. 2850∗∗∗

(0. 0051) (0. 0229) (0. 0051) (0. 0230)

家庭住房贷款
0. 0033∗∗∗ 0. 0055 0. 0032∗∗ 0. 0052
(0. 0013) (0. 0041) (0. 0013) (0. 0041)

家庭金融资产
0. 0041∗∗∗ 0. 0141∗∗∗ 0. 0040∗∗∗ 0. 0138∗∗∗

(0. 0012) (0. 0047) (0. 0012) (0. 0047)

家庭 60 岁以上老人数量
-0. 0270∗∗∗ -0. 1234∗∗∗ -0. 0269∗∗∗ -0. 1234∗∗∗

(0. 0072) (0. 0262) (0. 0072) (0. 0262)

家庭成员数量
0. 0259∗∗∗ 0. 0984∗∗∗ 0. 0257∗∗∗ 0. 0975∗∗∗

(0. 0033) (0. 0119) (0. 0033) (0. 0118)

家庭城乡分类
0. 0319∗∗∗ 0. 0801∗ 0. 0337∗∗∗ 0. 0870∗∗

(0. 0116) (0. 0414) (0. 0116) (0. 0414)

风险偏好
0. 0004 0. 0118 0. 0002 0. 0108

(0. 0142) (0. 0509) (0. 0142) (0. 0509)

户主年龄
-0. 0039∗∗∗ -0. 0150∗∗∗ -0. 0038∗∗∗ -0. 0150∗∗∗

(0. 0005) (0. 0017) (0. 0005) (0. 0017)

户主受教育年限
0. 0093∗∗∗ 0. 0306∗∗∗ 0. 0094∗∗∗ 0. 0307∗∗∗

(0. 0013) (0. 0052) (0. 0013) (0. 0052)

户主性别
-0. 0226∗∗ -0. 0716∗ -0. 0226∗∗ -0. 0718∗

(0. 0109) (0. 0398) (0. 0109) (0. 0398)

户主健康水平
0. 0139 0. 0556 0. 0141 0. 0556

(0. 0114) (0. 0482) (0. 0114) (0. 0482)

户主婚姻情况
0. 0281∗∗ 0. 2221∗∗∗ 0. 0287∗∗ 0. 2238∗∗∗

(0. 0137) (0. 0602) (0. 0137) (0. 0602)

户主是否工作
0. 0502∗∗∗ 0. 1950∗∗∗ 0. 0504∗∗∗ 0. 1943∗∗∗

(0. 0122) (0. 0468) (0. 0121) (0. 0468)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6956 6956 6956 6956

Adjusted
 

R2 0. 2168 0. 2163

Pseudo
 

R2 0. 2348 0. 2343

边际效应
-0. 0929∗∗∗ -0. 0201∗∗

(0. 0286) (0. 0080)

　 　 注:边际效应括号内为 Delta 方法标准误,其余括号中为聚类到家庭的稳健标准误;∗∗∗、∗∗ 和∗ 分别

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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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控制变量,在家庭层面,家庭商业保险购买受家庭收入、家庭净资产、
家庭金融资产、家庭成员数量与城镇类型家庭正向影响。 家庭中老龄人口数量

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显著为负。 在户主层面,已婚户主、户主受教育年

限、有工作的平均保险参与率更高,与杨辉等(2021)和李丁等(2019)的研究一

致。 户主为男性负向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3.2　 内生性处理

直接使用 Probit 估计可能导致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 第一,遗漏变量。 尽

管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其他变量,但仍可能存在不可观测

的遗漏变量,影响城市层面的方言多样性和家庭商业保险参与,造成本文关注

的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出现偏误。 第二,测量误差。 本文使用方言分化指

数和方言片数作为方言多样性的代理变量,这两种变量各有优劣。 一方面,方
言分化指数的本质为使用人口加权后,衡量方言的赫芬达尔指数。 基于这种测

算方法需要设定每个县的代表性次方言,而使用次方言的人口难以定义,导致

对方言多样性的度量可能存在测量误差(蒋为等,2021)。 另一方面,使用方言片

数量度量方言多样性没有考虑地区使用该方言的人数,同时《大词典》对于北方地

区方言分类更详细,对于非官话地区的度量较为粗糙,从而造成测量误差(徐现祥

等,2015)。 因此,测量误差将导致低估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
综上所述,遗漏变量与测量误差造成的内生性都可能导致直接使用 Probit

模型会错误估计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此本文使用工具变

量估计缓解内生性导致的估计偏误。 本文参照张博和范辰辰(2018)和张晶和

徐苑瑜(2022)的研究,使用各地级市河流长度作为方言分化指数和方言片数的

工具变量。 合格的工具变量需要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假设。 第一,相关性假

设。 民间自古有“过河非乡音”的说法(张博和范辰辰,2018)。 同时,已有文献

表明,河流山川阻隔是方言产生的重要原因。 河流山川阻隔导致不同地域居民

语言互通与人际交往不便,从而发展了地域内的方言和独特的生活习俗。 因

此,河流总长度与方言多样性密切相关。 第二,外生性假设。 在现代社会,河流长

度导致的交通障碍并非阻碍家庭购买商业保险的因素,因此河流长度不直接影响

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出于对工具变量外生性假设的稳健考量,本文使用方颖和赵

扬(2011)的方法进行检验。 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将工具变量河流长度对家庭商业

保险参与回归,观测河流长度是否显著影响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与。 然后将方言多

样性指数和河流长度同时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回归,再观测在控制了方言多样性

后,河流长度对估计系数是否变为不显著,而方言多样性变量显著。
表 3 报告了使用 OLS 和 Probit 模型检验外生性假设的结果。 表中第(1)列

和第(4)列表明,当河流长度单独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回归时,河流长度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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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第(2)列、第(3)列、第(5)列和第

(6)列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方言分化指数和方言片个数后,河流长度变为

不显著。 此外,方言分化指数和方言片个数仍然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

与且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河流长度作为两方言多样性变

量的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假设,同时估计系数与上文分析一致,河流长度与方

言分化指数呈现正相关关系,河流长度越长,地区方言多样性水平越高。

表 3　 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

(1) (2) (3) (4) (5) (6)

OLS OLS OLS Probit Probit Probit

河流长度
-0. 0403∗∗∗ -0. 0158 -0. 0127 -0. 1530∗∗∗ -0. 0940 -0. 0850

(0. 0106) (0. 0173) (0. 0177) (0. 0395) (0. 0611) (0. 0623)

方言分化指数
-0. 0931∗∗∗ -0. 3399∗∗∗

(0. 0287) (0. 1080)

方言片数
-0. 0194∗∗ -0. 0683∗∗

(0. 0079) (0. 03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8209 6882 6882 8209 6882 6882

Adjusted
 

R2 0. 2251 0. 2355 0. 2350

Pseudo
 

R2 0. 2242 0. 2342 0. 2337

　 　 注:括号中为聚类到家庭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表 4 报告了使用河流长度作为工具变量的 IV-Probit 估计结果。 第(1)列和

第(2)列的解释变量为方言分化指数。 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河流长度对解释

变量的影响显著为正。 第一阶段 F 值为 121. 8,AR 检验和 Wald 检验的 p 值均

拒绝河流长度为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第二阶段估计中,方言分化指数对家庭

保险参与影响的系数为-1. 6824,边际效应为-0. 4529,表明方言分化指数每上

升 10%,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概率下降 4. 53%。 第(3)列和第(4)列报告了当

解释变量为方言片数时的估计结果。 河流长度对方言片数的边际系数为 0. 494,
同时第一阶段 F 值,AR 检验和 Wald 检验均表明河流长度非方言片数的弱工具

变量。 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表示,方言片数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边际系数为

-0. 2416,约在 5%水平上显著为负,平均边际效应为-0. 0655。 综上所述,IV-
Probit 估计结果表明,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概率的影响显著为负。
此外,两方言多样性变量的 IV-Probit 估计结果绝对值都大于直接使用 Probit 模
型的估计结果,即直接使用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低估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

险参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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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具变量估计

(1) (2) (3) (4)

第一阶段 IV-Probit 第一阶段 IV-Probit

方言分化指数
-1. 6824∗∗

(0. 8454)

方言片数
-0. 2416∗

(0. 1237)

河流长度
0. 0680∗∗∗ 0. 4940∗∗∗

(0. 0082) (0. 029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6882 6882 6882 6882

边际效应
-0. 4529∗∗ -0. 0655∗∗

(0. 2271) (0. 0334)

第一阶段 F 值 121. 88 96. 30

AR
 

test
 

Chi2 3. 65 3. 72

(p-value) 0. 0562 0. 0539

Wald
 

test
 

Chi2 3. 56 3. 70

(p-value) 0. 0591 0. 0545

　 　 注:边际效应括号内为 Delta 方法标准误,其余括号中为聚类到家庭的稳健标准误;∗∗∗、∗∗ 和∗ 分别

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4　 进一步分析

4.1　 机制检验

　 　 由上文分析得出,方言多样性可能通过社会信任与社会网络来影响家庭商

业保险参与。 据此,本文使用如下方法进行检验。 首先,本文对方言多样性影

响社会信任进行检验。 本文参考张海洋等(2019)的设定,使用问卷中问题“认
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若回答为“大多数人

可以信任”,则社会信任赋值 1,若回答为“越小心越好”,则赋值为 0。 然后,本
文对方言多样性影响社会网络进行检验,为检验是内层社会网络还是外层社会

网络受方言多样性的影响,本文将社会网络进一步细化进行检验。 内层网络参

照郑晓冬等(2019)设定,使用社区中大姓个数作为宗族网络强度的代理变量,
由于 2018 年未对家庭所在社区进行调查,因此本文使用 2014 年的 CFPS 社区

数据。 参照尹志超等(2020),使用家庭人均礼金支出的对数作为外层网络强度

的代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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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第(1)列和第(2)列为社会信任做被解释变量的 IV-
Probit 检验结果,方言多样性指数和方言片个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方言

多样性抑制了个体的社会信任水平。 第(3)列和第(4)列对内层社会网络做出

检验,方言分化指数和方言片个数对社区中大姓个数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方

言多样性增加了宗族网络的强度。 第(5)列和第(6)列中,被解释变量为礼金

收入的对数,实证结果表明,方言分化指数每上升 10%,礼金收入下降约 2. 98%;
方言片个数每增加 1 片,礼金收入下降约 4. 19%,即方言多样性对外层社会网

络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上述经验检验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猜想,方言

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主要通过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渠道。 具体

而言,方言多样性通过如下机制降低了家庭对商业保险的需求。 第一,方言多

样性降低了社会信任,而社会信任对商业保险购买具有促进作用。 第二,方言

多样性增加了宗族网络强度,宗族网络的风险共担机制降低了对商业保险的需

求。 第三,方言多样性降低了家庭外层社会网络的需求,而外层社会网络的知

识溢出效应又正向影响商业保险需求。

表 5　 影响机制检验

(1) (2) (3) (4) (5) (6)

社会信任 内层社会网络 外层社会网络

IV-Probit IV-Probit 2SLS 2SLS IV-Tobit IV-Tobit

方言分化指数
-1. 7641∗∗ 15. 5483∗∗∗ -29. 7944∗

(0. 7032) (4. 8688) (17. 8587)

方言片个数
-0. 2553∗∗ 2. 0296∗∗∗ -4. 1891∗

(0. 1063) (0. 5321) (2. 467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6948 6948 5275 5275 6830 6830

　 　 注:括号中为聚类到家庭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4.2　 竞争性假设:
 

方言多样性的“沟通效应”

除通过“文化效应”外,方言多样性可能通过“沟通效应”对个体行为造成

影响(刘毓芸等,2015)。 方言多样性可能影响了家庭与商业保险提供方的交

流,增加家庭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降低商业保险的参与程度。 为进一步检验

方言多样性的“沟通效应”是否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影响,本文参考已有文献,
使用普通话水平来衡量沟通效应。 普通话水平越高,则个体相互沟通的障碍越

低。 已有文献对个体普通话水平的度量方式,包括自评或访问者评价的普通话

流利程度(王海霞和王钦池,2020;张晶和徐苑瑜,2022),以及个体所在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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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市的方言距离(刘毓芸等,2015)。 相比于到北京的方言距离,自评普通

话水平可能是内生的,语言能力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黄玖立和刘畅,2017),也
会影响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王海萍和唐园园,2022)。 鉴于此,本文选择地级

市到北京的方言距离作为普通话水平的代理变量。 北京市的方言与普通话最

接近,因此与北京市的方言距离越近,则个体的普通话能力越高。 具体变量构

造方法为,若与北京市属于同一方言片,则赋值为 0;若属于同一方言区但不同

方言片,则赋值为 1;若属于同一方言大区但不同方言片,则赋值为 2;若不属于

同一方言大区,则赋值为 3。
本文分别将“方言分化指数”与“方言片个数同到北京的方言距离”交乘来

检验“沟通效应”是否为方言多样性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机制。 同时,
使用“河流长度”与“到北京方言距离”交乘作为交互项的工具变量来缓解其内

生性问题。 此外,为避免交乘项出现弱工具变量问题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本文同时报告了 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 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第(1)列和第

(2)列报告了 IV-Probit 的估计结果,第(3)列和第(4)列报告了 Probit 估计结

果,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异于 0。 以上检验结果表明,方言通过“沟通效应”影
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较低,主要通过深层次的“文化效应”影响家庭商

业保险参与的行为。 普通话的推广使得个体间沟通障碍降低,但方言背后所体

现的地域间文化差异和乡土文化观念的不同(高翔和龙小宁,2016),是导致不

同地区的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决策出现差异的基础。

表 6　 “沟通效应”检验

(1) (2) (3) (4)
IV-Probit IV-Probit Probit Probit

到北京方言距离
-0. 7667 -0. 2560 -0. 0285 0. 1189
(3. 1556) (2. 7147) (0. 1088) (0. 1512)

方言分化指数
-6. 8822 -1. 0976∗∗

(19. 0042) (0. 5248)

方言分化指数×到北京方言距离
2. 6735 0. 3200

(9. 7269) (0. 2181)

方言片个数
-0. 5903 -0. 0271
(2. 5960) (0. 1463)

方言片个数×到北京方言距离
0. 1683 -0. 0210

(1. 2860) (0. 06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6882 6882 6956 6956

Pseudo
 

R2 0. 2351 0. 2344

　 　 注:括号中为聚类到家庭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142



　
　

　
经

 

济
 

学
 

报

　
2024 年 6 月

4.3　 竞争性假设:
 

儒家文化影响

已有文献表明,儒家文化会增加居民的风险厌恶水平,从而增加居民持有

低风险资产的概率(杜朝运和詹应斌,2019)。 而“不确定性规避”的风险态度

又会增加家庭持有商业保险的概率(段军山和崔蒙雪,2016)。 因此儒家文化也

可能对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造成影响。 此外,受对科举制度“四书五经”的推崇,
儒家文化也可能影响长期人力资本,从而影响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与。 而方言多样

性与儒家文化可能由于地理环境而存在相关性,如南方多河流山川,地理上的隔

绝导致方言的产生,从而南方方言多样性较高。 而儒家文化的学习依赖于通过水

路运输的竹子、书籍等其他原材料,因而到河流的距离正向影响儒家文化(Chen
 

et
 

al. ,2020),因此方言多样性和儒家文化可能通过河流这一地理变量相互影响。
为避免遗漏儒家文化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参考陈刚等(2022)的做法,

使用地级市层面明清时期的进士密度,作为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来考察儒家

文化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 若在控制了儒家文化代理变量后,方言多样

性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估计系数下降,则表明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参

与的影响,能够在一定水平上被地理上相关的地方儒家文化强度所解释。
表 7 报告了使用进士密度作为儒家文化代理变量的估计结果。 第(1)列和

第(3)列报告了控制进士密度的检验结果。 囿于数据可得性,进士密度数量的

测算无法覆盖基准回归中所有地级市,因此第(2)列和第(4)列使用了第(1)列
和第(3)列的回归样本重新估计基准回归,以便于比较估计系数。 估计结果表

明,在控制了明清时期进士密度后,方言多样性仍然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商业保险

参与,同时相较于第(2)列和第(4)列,估计系数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方

言多样性导致家庭保险参与概率下降,不能由地理上相关的儒家文化所解释。

表 7　 排除儒家文化影响

(1) (2) (3) (4)

IV-Probit IV-Probit IV-Probit IV-Probit

方言分化指数
-2. 4516∗∗ -2. 8708∗∗

(0. 9769) (1. 3343)

方言片个数
-0. 4735∗∗ -0. 4647∗

(0. 1965) (0. 2385)

进士密度对数
-0. 1143 -0. 0068
(0. 0987) (0. 06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4883 4883 4883 4883

　 　 注:括号中为聚类到家庭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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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扩展分析:
 

“文化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本文进一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是否缓解方言多样性的“文化效应”对家庭

商业保险参与的抑制作用。 已有文献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金融可

得性和金融知识,进而影响家庭商业保险需求(李晓等,2021;王海萍和唐园园,
2022),一个疑问是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通过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与地区的商

业保险可得性,进而改善受方言多样性的“文化效应”抑制的家庭商业保险需

求? 本文使用郭峰等(2020)测算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检验。 具体而言,本
文选择数字普惠金融的广度、深度和保险指数,按中位数进行分组,若数字普惠

金融改善了方言多样性的“文化效应”对家庭商业保险的抑制,则应当观测到数

字普惠金融水平高的地区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的抑制效应变为不显著,
而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低的地区仍然显著。

表 8 报告了对上述猜想的检验结果。 Panel
 

A 为依照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

数分组的估计结果,在低广度指数组中,方言分化指数对家庭商业保险购买的

边际系数为-1. 4008,方言片个数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为-0. 2291,表明

方言多样性抑制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而在高广度指数组中,两方言多样性代

理变量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变为不显著。 Panel
 

B 为数字普惠金融深度

指数的分组检验结果,方言多样性代理变量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在低指

数组别中显著为负,而在高指数组别中两估计系数不显著。 Panel
 

C 的分组依

据为数字普惠金融保险指数的中位数,估计结果表明,仅在低指数组别中,方言

多样性负向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综上所述,与上文猜想一致,数字普惠金融

缓解了方言多样性的“文化效应”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抑制作用。 可能的解释

是,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居民的金融可得性和金融知识水平(李晓等,2021),从
而减少了方言多样性“文化效应”的影响,增加了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

表 8　 扩展分析

Panel
 

A:数字普惠金融广度

低广度指数 高广度指数

IV-Probit IV-Probit IV-Probit IV-Probit

方言分化指数
-1. 4008∗ -2. 5082

(0. 8243) (2. 2617)

方言片个数
-0. 2291∗ -0. 2585

(0. 1371) (0. 248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3591 3591 3291 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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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anel
 

B:数字普惠金融深度

低深度指数 高深度指数

IV-Probit IV-Probit IV-Probit IV-Probit

方言分化指数
-2. 9326∗∗ -0. 6248

(1. 2176) (1. 1399)

方言片个数
-0. 2396∗∗ -0. 2271

(0. 1165) (0. 416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3278 3278 3604 3604

Panel
 

C:数字普惠金融保险指数

低保险指数 高保险指数

IV-Probit IV-Probit IV-Probit IV-Probit

方言分化指数
-2. 2466∗∗ -1. 1492

(0. 9578) (1. 5116)

方言片个数
-0. 3744∗∗ -0. 1398

(0. 1648) (0. 188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3398 3398 3484 3484

　 　 注:括号中为聚类到家庭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5　 异质性分析

本文检验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抑制效应是否在城乡类型、金
融知识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方面存在异质性。 第一,已有研究认为,由于 2016 年

之前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不同城乡类型家庭在商业保险市场参与率上存在差

别(伍再华和李伟男,2018)。 平均而言,方言多样性水平在农村地区高于城镇

地区,因此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 第二,杨
柳和刘芷欣(2019)研究得出,金融素养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呈现正相关趋势,
因而高金融素养可能改善方言多样性的“文化效应”对保险购买的抑制作用。
第三,尹志超等(2022)和魏金龙等(2019)发现,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对商业保险

参与产生正向影响。 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可能对个体认知能力产生影响,进而提

高了个体的商业保险参与程度(杨虹等,2020)。 因此,受教育年限较高的个体可

能不易受到文化的影响。 综上所述,城乡类别、不同金融知识水平和受教育年限

可能导致方言多样性的“文化效应”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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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取分组回归检验方言多样性对商业保险参与影响的异质性。 首先,
本文根据家庭所在地区区分乡村组别样本和城镇组别样本。 其次,本文参考曹

国华等(2020),根据问卷中关于金融知识的定期存款、通货膨胀和投资风险三

个问题,按回答正确的个数进行评分,根据得分均值区分低金融知识组和高金

融知识组。 最后,本文根据样本中家庭户主受教育年限的均值,分为高学历组

和低学历组。 估计结果如表 9 所示。

表 9　 异质性检验

Panel
 

A:城乡差异

乡村组 城镇组

IV-Probit IV-Probit IV-Probit IV-Probit

方言分化指数
-0. 3602 -5. 6964∗∗∗

(0. 6713) (1. 0586)

方言片个数
-0. 0766 -0. 5694∗∗

(0. 1268) (0. 249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3391 3391 3491 3491

Panel
 

B:金融知识差异

低金融知识组 高金融知识组

IV-Probit IV-Probit IV-Probit IV-Probit

方言分化指数
-4. 8916∗∗∗ 2. 9508

(1. 5208) (8. 0292)

方言片个数
-0. 6530∗∗ -0. 1676

(0. 3196) (0. 526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884 884 1202 1202

Panel
 

C:受教育年限差异

低学历组 高学历组

IV-Probit IV-Probit IV-Probit IV-Probit

方言分化指数
-1. 7856∗ -1. 6381

(0. 9753) (1. 5893)

方言片个数
-0. 3524∗ -0. 1694

(0. 1970) (0. 166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2660 2660 4209 4209

　 　 注:括号中为聚类到家庭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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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el
 

A 为城乡差异的检验结果。 乡村组别中,两方言多样性变量对家庭

保险参与的影响不显著。 城镇组别中,方言分化指数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边

际系数为-5. 6964,方言片个数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为-0. 5694。 表明方

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抑制作用仅在城镇组别中显著,可能的解释是

农村地区的金融可得性程度低,因此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机会较少。 而在城镇

中具备购买商业保险的服务,因此当不存在金融可得性约束时,方言多样性的

“文化效应”对商业保险参与的抑制作用得以体现。 此外,也有学者研究发现,
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城乡商业保险参与率存在差异的原因(伍再华和李

伟男,2018)。
Panel

 

B 为金融知识水平的检验结果。 样本中,金融知识水平的均值为 1. 3,
本文按照得分为 1 的作为低金融知识,高于 1 的为高金融知识组。 仅在低金融知

识组别中,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具有负向影响,方言分化指数对家庭

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为-4. 8916,方言片个数对家庭购买保险的影响为-0. 6530,
而在高金融指数组中,方言多样性代理变量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不显

著。 可能的解释是,低金融知识组别的家庭无法正确认识到参与商业保险对平

滑非预期支出的作用,因而易受到方言多样性的“文化效应”对购买商业保险的

抑制影响,而较高的金融知识使得个体意识到购买商业保险带来的收益,从而

缓解了方言多样性的“文化效应”对商业保险购买的影响。 这一发现与上文扩

展检验的结论一致,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通过提高家庭金融知识水平(李
晓等,2021),进而缓解方言多样性的“文化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

Panel
 

C 为受教育年限差异的检验结果。 本文按照受教育年限的均值 7 区

分高低受教育年限。 结果表明在低学历组别中,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参

与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在高学历组别中则不显著。 其原因可能是较高的受教育

年限所处在的社会网络中平均教育水平更高,群体保险参与率较高,减少了方

言多样性通过社会网络这一途径对商业保险参与的负面影响。

6　 稳健性检验

6.1　 更换被解释变量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使用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

已有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研究(王海萍和唐园园,2022),将被解释变量更换

为家庭商业保险支出。 为避免微观调查数据的截尾导致估计系数存在偏误,本
文使用 Tobit 模型进行估计。

表 10 报告了更换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当方言分化指数为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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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直接使用 OLS 估计的系数为-0. 8342,使用 Tobit 模型进行估计的边际系数

为-2. 5812,使用河流长度作为工具变量的 IV-Tobit 估计结果为-11. 381。 当方

言片个数为解释变量时,使用 OLS 的估计结果为-0. 1792,使用 Tobit 模型估计

的系数为-0. 5597,使用 IV-Tobit 估计的边际系数为-1. 5907。 综上所述,更换

被解释变量为家庭商业保险支出的稳健性检验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替换被解

释变量后,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显著为负,因此替换被解释

变量不影响本文基础回归的结论。 第二,相比于使用 Tobit 模型,直接使用 OLS
模型估计低估了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 第三,与基准回归结

果一致,使用工具变量估计的 IV-Tobit 系数约为 Tobit 模型估计的 3 ~ 4 倍,表明

了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表 10　 更换被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OLS Tobit IV-Tobit OLS Tobit IV-Tobit

方言分化指数
-0. 8342∗∗∗ -2. 5812∗∗∗ -11. 3810∗

(0. 2279) (0. 7324) (6. 2709)

方言片个数
-0. 1792∗∗∗ -0. 5597∗∗∗ -1. 5907∗

(0. 0610) (0. 2079) (0. 857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6956 6956 6882 6956 6956 6882

Adjusted
 

R2 0. 2435 0. 2430

Pseudo
 

R2 0. 1062 0. 1059

　 　 注:括号中为聚类到家庭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6.2　 排除地理类遗漏变量的影响

尽管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商业保险参与的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同时鲜有文

献发现地理上差异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 但根据已有文献,地级市地理

上的差异可能影响其他个体微观行为,如劳动人口流动(刘毓芸等,2015),落户

意愿(张晶等,2012)。 因此,也可能影响同属于家庭微观行为之一的商业保险

参与。 出于对稳健性的考量,本文参考已有研究方言多样性与家庭微观决策的

相关文献,进一步控制地理层面的变量,包括城市的人均绿地面积、人均道路面

积、人口密度、地形起伏度和经纬度。
表 11 报告了加入地理类变量后,使用河流长度作为工具变量的 IV-Probit

估计结果。 第(1)列为方言分化指数作为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方言分化指数

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其边际系数为-1. 9872。 第(2)列的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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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言片数,回归系数表明方言片数每上升 1,家庭商业保险的概率下降约 7%。
地理类控制变量对家庭商业保险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在控制地理类变量后,估
计结果系数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表明本文估计结果受地理差异的影响较小。

表 11　 排除地理类遗漏变量的影响

(1) (2)

IV-Probit IV-Probit

方言分化指数
-1. 9872∗∗

(0. 9291)

方言片个数
-0. 2880∗∗

(0. 1390)

人均绿地面积
-0. 0214 -0. 0831

(0. 1297) (0. 1448)

人均道路面积
-0. 0821 0. 0977

(0. 1049) (0. 0714)

人口密度
-0. 0288 -0. 0108

(0. 0427) (0. 0444)

地形起伏度
-0. 0024 0. 0832

(0. 0981) (0. 0949)

经度
-0. 0158 -0. 0189

(0. 0167) (0. 0170)

纬度
0. 0426∗ 0. 0203

(0. 0239) (0. 0198)

控制变量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N 6623 6623

边际系数
-0. 5305∗∗ -0. 0770∗∗

(0. 2481) (0. 0370)

　 　 注:边际效应括号内为 Delta 方法标准误,其余括号中为聚类到家庭的稳健标准误;∗∗∗、∗∗ 和∗ 分别

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尽管上文参照已有文献,尽可能控制了相关的地理变量。 但基于数据的可

得性,仍可能存在遗漏的地理变量,本文进一步讨论在考虑这些遗漏变量后,基
准回归的结论是否仍然成立。 本文使用 Oster(2019)的方法,利用可观测变量

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信息来计算不可观测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从而

估计遗漏变量偏误对解释变量估计的影响。 利用以上思路,调整偏误后解释变

量边际系数的渐进估计为

β∗ ≈ 􀭹β - δ[β̈ - 􀭹β]
Rmax - 􀭹R

􀭹R - 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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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 和 R̈ 为解释变量单独对被解释变量回归的估计系数和拟合优度,􀭹β 和 􀭹R
为解释变量和可观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回归后,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和模型的

拟合优度。 Rmax 为包括解释变量,可观测变量和不可观测变量模型的拟合优

度。 从上式可看出,估计偏误(β∗ -􀭹β)取决于如下两项。 第一,可观测变量对解

释变量的影响系数
 

(β̈-􀭹β)。 若可观测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较低,则估计

偏误较小。 第二,不可观测变量对因变量的拟合程度(Rmax - 􀭹R)和可观测变量对

因变量的拟合程度( 􀭹R-R̈)之间的相对强度。 换而言之,在( β̈-􀭹β)不变的情况

下,若不可观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远大于可观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则对

β∗估计的影响较大。 该估计量依赖于关键设定 δ 和 Rmax,δ 为选择比例,衡量

(Rmax -􀭹R)相对于( 􀭹R-R̈)的强度,Rmax 为控制了不可观测变量后方程的拟合优

度。 本文参考马双和赵文博(2019)的方法,采取如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

先,本文设定 δ= -1,Rmax 取 1. 3 倍拟合优度,若 E( β̂∗)置信区间不包括 0,则表

明系数稳定。 然后,本文设定 Rmax,计算当 E(β̂∗)= 0 时 δ 的取值,若 δ>1,即可

观测变量对估计系数的影响大于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则表明系数稳定。
由于 Oster 方法适用于线性回归模型,因此本文使用基准回归中的 LPM 获

得 􀭹R 与解释变量估计系数。 检验结果如表 12 所示,使用方法一计算的结果显

示,当 δ 取-1,Rmax 取 1. 3 倍 􀭹R 时,两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位于置信区间内,
表明通过检验。 使用方法二计算的结果显示,不可观测变量对模型拟合优度的

影响须为可观测变量的 1. 77 倍,才会对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产生影响。 以上

两方法的检验结果表明,遗漏的地理类控制变量对本文基准回归结果产生偏误

较小,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表 12　 Oster 方法估计结果

判断标准 估计系数 是否通过

方法一:δ= -1,Rmax = 1. 3􀭹R

方言分化指数 β∗ ∈[-0. 16,-0. 09] β∗ = -0. 1218 是

方言片个数 β∗ ∈[-0. 04,-0. 02] β∗ = -0. 0292 是

方法二:Rmax = 1. 3􀭹R

方言分化指数 δ>1 δ= 1. 7750 是

方言片个数 δ>1 δ= 1. 5554 是

6.3　 剔除方言差异较小地区样本

中国幅员辽阔,以秦岭-淮河为南北分界线,北方地区多属于官话大区,方
言差异相对较小,南方河流山脉相对较多,地理上的隔绝导致方言多样性相对

较高。 已有文献表明,南北地区方言多样性的不同导致流动人口收入不同(陈

942



　
　

　
经

 

济
 

学
 

报

　
2024 年 6 月

媛媛,2016;王海霞和王钦池,2020)。 因此,本文参照张晶和徐苑瑜(2022)的方

法,剔除北方地区样本进行检验。 表 13 的估计结果表明,方言多样性代理变量

对家庭保险参与的影响仍然显著为负,表明剔除方言差异较小的北方地区样本

不影响本文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表 13　 剔除方言差异较小地区样本

(1) (2)

IV-Probit IV-Probit

方言分化指数
-0. 9270∗

(0. 5206)

方言片个数
-0. 3413∗

(0. 1920)

控制变量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N 2865 2865

边际效应
-0. 2620∗ -0. 0967∗

(0. 1459) (0. 0541)

　 　 注:边际效应括号内为 Delta 方法标准误,其余括号中为聚类到家庭的稳健标准误;∗∗∗、∗∗ 和∗ 分别

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目前我国保险市场规模已跻身世界

前列。 作为多层次保险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家庭风险管理的重要途径之一。 但目前我国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与

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方言多样

性背后的“文化效应”角度出发,对家庭商业保险的低参与率作出解释。
本文发现,方言多样性抑制了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与。 进一步研究发现,方

言多样性通过减少社会信任感、外层社会网络互动和增加内层社会网络强度,
从而削弱了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意愿。 同时,本文讨论了方言分化指数和方言

片个数作为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和模型中的遗漏变量偏误,并使用河

流长度作为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 此外,本文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有效缓

解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抑制作用,为如何解决家庭商业保险的低

参与率提供了可能的途径。 另外,异质性分析表明,方言多样性对家庭商业保

险支出的负面作用在城镇组别、低金融知识水平和低受教育年限人群中更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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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基于语言经济学视角,从商业保险需求端出发,探究方言多样

性背后的“文化效应”如何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并提供可能的解决途径。 本

文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建设力度。 数字普惠金融具有

提高金融可得性的功能,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传播金融知识,另一方面数

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具有促进作用,因此相关部门应当继续推进数

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特别是提高低收入地区的帮扶力度,将有助于缓解方言多

样性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抑制作用。 第二,提高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 居民

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优化家庭资产配置,
还能提高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概率,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加强金融知识的宣

传力度,提升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将有助于提高家庭商业保险知识,弱化方言

多样性“文化效应”的负向影响。 第三,监管部门应当进一步规范商业保险险种

及可保范围,为家庭提供切实可对冲风险的商业保险,从源头上缓解家庭通过

内层社会网络进行非正式保障而对商业保险参与的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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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ialect
 

Diversity
 

on
 

Household
 

Commercial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Cheng
 

Zhang　 Xiyan
 

Weng　 Shaodong
 

Hu

(School
 

of
 

Business,
 

Shantou
 

University)

Abstract　 Although
 

the
 

size
 

of
 

China􀆳s
 

insurance
 

market
 

has
 

ranked
 

among
 

the
 

top
 

in
 

the
 

world,
 

the
 

participation
 

of
 

family
 

commercial
 

insurance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low
 

participation
 

rate
 

of
 

the
 

commercial
 

insurance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
 

divers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first,
 

dialect
 

diversity
 

reduces
 

family
 

commercial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by
 

reducing
 

the
 

family􀆳s
 

sense
 

of
 

social
 

trust,
 

enhancing
 

the
 

informal
 

insurance
 

of
 

the
 

social
 

network
 

intensity
 

within
 

the
 

family,
 

weakening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outer
 

social
 

network.
 

Secon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ssible
 

measurement
 

errors
 

of
 

dialect
 

differentiation
 

index
 

and
 

dialect
 

fragments
 

and
 

the
 

problem
 

of
 

missing
 

geographic
 

variables
 

in
 

the
 

model,
 

and
 

uses
 

river
 

length
 

as
 

a
 

instrument
 

variable
 

to
 

control
 

endogenousness.
 

Third,
 

this
 

paper
 

further
 

validates
 

the
 

function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mitigating
 

dialect
 

diversity
 

to
 

inhibit
 

household
 

participation
 

in
 

commercial
 

insurance,
 

and
 

provides
 

a
 

possible
 

way
 

to
 

address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effect”
 

of
 

dialect
 

diversity.
 

Fourth,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influence
 

of
 

dialect
 

diversity
 

is
 

more
 

pronounced
 

in
 

urban
 

households,
 

households
 

with
 

low
 

financial
 

literacy
 

and
 

low
 

years
 

of
 

school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econom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asons
 

for
 

the
 

low
 

participation
 

rate
 

of
 

household
 

commercial
 

insurance
 

and
 

possible
 

solutions,
 

which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to
 

promote
 

family
 

risk
 

management
 

through
 

commercial
 

insurance
 

and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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